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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辖区人口规模决定了集聚和拥挤两种外部性对财政支出的边际影响 ,而财政

支出对辖区人口规模又具有“用脚投票”引发的反向激励效应。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结

果表明 ,财政基建、科技、文教医卫三类生产性支出均显著推进了经济增长。但是 ,财政生

产性支出的边际收益表现出从东到西的渐进递增趋势。可见 ,财政支出增加对基础设施、

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投入有助于经济增长 ;政府在缓解区域发展差距时 ,采取东、中、西部

地区的差异化扶持政策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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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中国实施渐进性市场化改革以来 ,伴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不断攀升 ,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总量中攫取

了越来越多的分成份额 (周文兴、章铮 , 2006;张军、周黎安 , 2008) ,一些伴生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

的思考 :中国的地方财政支出是否持续推进了经济稳定增长 ? 如果将地方财政支出分解为生产性支出和消

耗性支出①,那么是否诚如 Devarajan、Swaroop和 Zou (1996)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 ,生产性支出配置比例

越高反而越不利于经济增长 ? 进一步分析 ,不同区域的财政支出模式和公共融资方式对“地区经济差距扩

散”这一典型事实是否具有增进或改善效应 ? 由于经验方法、样本范围、分析时段和数据处理的差异 ,学术

界对上述问题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而新近涌现的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地方公共物品等理论的相互融

合 ,对传统观点形成了比较大的挑战。

既往研究主要在新古典增长和条件收敛理论框架下 ,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最优路径的影响 ,大多忽

略了辖区人口规模的内生决定作用。Barro和 Sala - i - Martin (1995)指出 ,劳动力在追逐高工资率的迁徙和

流动过程中 ,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像资本流动一样会加速区域经济向其稳态位置的收敛速度。本

文中我们提出一个先验性假说 :地方财政支出取决于辖区人口规模 ,后者将影响到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从而改善辖区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按照 Tiebout(1956)的财政分权理论 ,居民将在“用脚投票”机制下不断

向公共设施齐全、经济环境优越的地区流动 ,这是地方政府竞争从而抢夺人才和资源的核心动力 ;但人口增

多也将加深公共产品的拥挤程度 ,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根据自身条件采取一些因地制宜的限制性措施 ,延缓

辖区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由此从乡村到城市和城市之间持续发生的移民流 ,以及户籍制度、安居费、辖区

管制等人口限制政策 ,将决定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和经济规模 ,单纯考证财政支出、公共融资等因素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 ,必然遗漏辖区人口规模同财政支出的相互内生影响 ,导致估计系数是有偏的 ( Intriligator,

Bodkin and H siao,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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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分类方法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 (贾俊雪、郭庆旺 , 2008) ,其中社会性支出包括科教文

卫等支出 ,维持性支出相当于本文提到的消耗性支出。本文沿循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社会性支出具有长期增长效应的观点 ,

将经济性和社会性支出统归入“生产性”支出范畴。



现有文献侧重于在全国总量视角下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 Zhang and Zou, 1998; Kolluri,

Panik and W anab, 2000; Loizides and Vomvoukas, 2005) ,或从财政支出结构角度分析不同支出类别与实际产

出的对应关系 (Devarajan, et al. , 1996; Gup ta, et al. , 2002; Shelton, 2007) ,似乎尚缺乏向跨省研究的进一步

延伸。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多样的自然条件和巨大的区域间差距 (陆铭、陈钊 , 2006) ,为融入辖区人口规

模后的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 ;而财政分权程度的不断加深、公共融资手段的多样性以及省对下财政

管理与控制能力的相对权威性 ,也为由国家视角至省域视角的研究模式转换提供了难以替代的条件 (Hulten

and Schwab, 1997; Mello, 2002)。跨省研究能突破宏观静态分析模式的局限 ,动态捕捉到财政支出、人口规

模、公共融资、发展环境等因素同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生产性支出 ,同时又能实现空间经

济学、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有效衔接 ,不致因泛化研究对象导致基础理论支撑的薄弱和缺

失。

这样本文将在辖区人口规模和财政支出具有相互内生决定作用的实证框架下 ,重点研究财政支出 (特

别是生产性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础数据集取自 1999 - 2006年各省 (市 )面板数据 ,是考虑到样本期

间中国首度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支出理念经历了“扩张 -淡出 -中性”的阶段性调整 ;而在当前面临实

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背景下 ,回顾和总结上一轮经济周期内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具有现

实的指导意义。

二、基于省域视角的简单增长理论模型

既有内生增长模型大多基于国家视角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 ,其中财政支出被设定为公共部门的生

产性投入 (Barro and Sala - i - Martin, 1995; Tanzi and Zee, 1996) ,本文则将研究范围缩小到省域。设定 c ( t)

和 k ( t)为人均消费和投资 ,政府提供一种公共产品或服务 g ( t) ,作为对市场投资的补充。为简化起见 ,假定

各省征收一次性总赋税为公共产品融资 ,即 g ( t) =τf [ k ( t) , g ( t) ]其中τ为税率并且满足 0 <τ< 1,则资本

增量或投资为 :

k
·

( t) = (1 -τ) f [ k ( t) , g ( t) ] - c ( t) (1)

　　其中 k
·

= dk ( t) / d t,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特性 ,即 ( f′> 0, f″< 0) ,并且 f ( 0, 0) = 0。如果以省域

常居人口数衡量辖区规模 ,辖区规模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将是一把“双刃剑”:更大的辖区规模能容纳诸多经

济、社会、文化活动 ,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消费、就业机会和正的外溢性影响 ,有利于省域经济增长 ;但随着辖区

人口数量的扩张 ,由拥挤性产生的环境污染、暴力犯罪、时间消耗等负的外溢性影响也会愈益严重。人口聚

集 (Agglomeration)的正外部性和拥挤 (Congestion)负外部性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成本交汇点 ,内生决定了最

优经济规模。可用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描述人均产出 :

f [ k ( t) , g ( t) ] = A k ( t)
α

g ( t) (2)

　　其中α< 1,表示资本边际收益递减 , A为产出效率。设定最优辖区人口规模为 L,人口数超出此规模时 ,

拥挤的负外部性将高于聚集的正外部性。财政支出可表述为 :

G ( t) = K ( t)
η

L ( t)
1 -η (3)

　　当 L <L时 , 0 <η < 1;当 L >L时 ,η < 0。用人均支出规模衡量 , ( 3)式可转化为 g ( t) = k ( t)
η

,以便动态

捕捉到辖区人口规模的两种反向效应。以此替换 (2)式中的相应项 ,可得 :

f [ k ( t) , g ( t) ] = A k ( t)
α+η (4)

　　 (4)式说明 ,如果省级辖区人口低于最优规模 ,财政支出将提高η单位的私人资本产出份额 ;但当省级

辖区人口超过最优规模时 ,人口集聚所产生的正外部性被拥挤造成的负外部性完全抵消 ,财政支出将降低η

单位的资本产出份额 ,延缓省区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考虑 ,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利率为 r的债

券 b ( t)以平衡财政预算开支①,省略时间标量 ,并以小写字母代表人均值 ,则标准的拉姆齐模型 (Ram sey

Model)将转换为如下形式 :

M ax∫
∞

0
u ( c) e

-ρ
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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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中国目前尚未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 ,但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国债后 ,又以“国债转贷”的形式转包给各省级政府 ,因

此本文将国债转贷纳入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融资手段 ,作为地方发债的替代指标予以考察。



s. t. : k
·

+ b
·

= (1 -τ) A k
α+η

+ rb - c (5)

　　其中 k (0)≥0, u ( c) = ( c
1 -σ - 1) / (1 -σ) ,ρ为最大化效用者的时间偏好率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 r

为市场利率。利用汉密尔顿函数求解 (5)式给出的动态最优化问题 ,可得省区人均产出增长率为ζ= ( 1 /σ)

[ (1 -τ) fk -ρ],其中 fk =A (α +η) k
α+η - 1。当α +η < 1时 ,融入的财政参数不能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趋

势 ,仅当资本边际收益高于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时 ,人均产出增长才能维持 ;当资本持续积累到边际收益与

时间偏好率相等时 ,经济增长将处于新古典停滞状态。由于辖区人口规模低于最优值时 ,财政支出提高了η

单位的资本边际收益 ,短期人均产出将位于更高的变动路径 ,但长期仍趋于零增长 ,因此财政支出仅具有水

平效应 ,并无增长效应。当α+η = 1时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 ,当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被财政参数抵消

时 ,资本边际回报保持恒定 ( fk = A ) ,长期增长率稳定在ζ= (1 /σ) [ (1 -τ) A -ρ]。尽管财政支出需要以一

次性总赋税的形式占用经济资源 ( g =τf ( k, g) ) ,但所提供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扩增了资本边际收益 ,因此

当辖区人口规模低于最优值时 ,财政支出能提高产出平衡增长路径和长期增长率。

三、计量模型和内生性处理

(一 )计量模型

基于省域视角的增长理论分析结果表明 ,如果从集约函数视角转化为总量函数视角 ,并且考虑政府提供

的公共产品对资本边际效益的外溢性影响 ,产出的平衡增长路径将取决于财政支出和辖区人口规模的内生

互动影响。控制可能导致区域差异性的外生变量后 ,可得将各种因素综合纳入后的经济增长计量方程为 :

Yh ( t) - Yh ( t - 1) = ; 0 + ; 1 Yh ( t - 1) + ; 2 Lh ( t) + ; 3 Gh ( t) + ; 4 Ch + uh ( t) (6)

　　其中 Y代表省域产出 , L为常居人口 , G为财政支出 , C是一组外生控制向量 , h代表面板中的不同省

(市 ) , u为随机误差项。在生产性支出和消耗性支出中 ,我们主要考察三种类型的生产性支出 :基建支出

( IN FR )、科技支出 ( TECH)和文教医卫支出 ( CEM H) ,其中基本建设支出促进物质资本积累①,科技支出为

提升创新能力和知识水平提供政府资金支持 ,文教医卫支出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学习、工作技能和人力资

本。运用简单的代数运算 , (6)式可转化为如下更便于计量的方程形式 :

Yh ( t) = ; 0 + ; Yh ( t - 1) + ; 2 Lh ( t) + ; 3 Gh ( t) + ; 4 Ch + uh ( t) (7)

　　其中 ; = 1 + ; 1。向量 C包含公共融资向量和控制向量 ,其中公共融资变量应囊括各省为提供地方性公

共产品而进行融资的所有方式 ,但在考察样本期间 ,中国各省财政收支预算中基本未发生“政府对外借款”。

因此公共融资向量组主要包括税收 ( TAX )、中央补助 ( TRAN S )和国债转贷 (D EB T) ,其中税收是融资方式主

体 ,中央补助包含税收返还、体制补助、专项补助、财力性转移支付等全部中央对省转移支付项目 ,国债转贷

作为替代指标衡量地方借债规模。控制向量选取了一组能反映地方差距的常用外生变量 ,包括贸易开放度

( TRAD E)、政府干预规模 (GOV )、辖区居民受教育程度 ( EDU ) ,以综合反映不同省区的市场环境和居民素

质。按照内生增长理论的阐释 ,外生变量影响到各省区在转移动态中的位置差异 ,在决定经济向稳态收敛速

度的同时也是形成区域差距扩散现象的关键诱因②,控制住这些指标后 ,计量模型的回归系数才能更精确反

映出财政支出、公共融资、人口规模等实体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方法上 ,既有文献大多以线性或非

线性均值数据集为基础 ,进行跨国 (地区 )截面实证分析 ;本文则进行同时考虑省域个体维度和时间序列维

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其优势在于经济增长过程经常会受到一些难以观测或度量的因素困扰 ,如政策、制度、风

险等 ,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协方差变换恰与这些异变因素相容 (Mello, 2002)。

(二 )内生性及其处理

研究区域外溢性的文献特别指出了财政支出的内生性问题 :随着辖区人口规模的扩张 ,居民对交通、通

讯、公用设施、文娱场馆等公共产品的需求呈累进式扩增 ,而拥挤负外部性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也

要求相应提高政府管理成本 ,因此辖区人口规模将内生决定财政支出 ,公式表示为 :

Gh ( t) = �ω0 + �ω1 Lh ( t) + �ω2 Ch +εh ( 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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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财政投资引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投向和力度。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 ,中国政府为缓解国内外需求不足所

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 ,以发行国债方式集中社会资源 ,对中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性基本建设投资 ,加速了中西部资本深

化进程。

更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可参阅 Barro和 Sala - i - Martin (1995)、Agion和 Howitt(1998)以及 Henderson和 Russell (2005)。



　　空间经济学和财政分权理论广泛关注另一种可能的内生影响 :地方财政支出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将吸引

居民跨省流动 ( Gordon, 1983;W ildasin, 1991; Inman and Rubinfeld, 1996)。由于公共投资、税收征管和财政支

出影响到劳动供求 ,诱使就业人口向公共产品丰富、发展环境优越的地区流动 ,从而财政支出又反向决定了

辖区人口规模 ,两者间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双向反馈效应。财政支出对辖区人口规模的内生影响可表述为 :

Lh ( t) =β0 +β1 Gh ( t) +β2 Ch + eh ( t) (9)

　　按照通常的实证处理方法 ,应以工具变量法作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 PTLS) ,否则严重的内生性将

使直接以面板最小二乘法估计 (7)式所得出的回归参数是有偏的和非一致的。在应用跨省面板数据模型

时 ,我们做了两点补充考虑 :第一 ,由于所考察的省级个体单元基本涵盖了中国全部省区 ,分析侧重点在于以

样本效应为条件进行统计推断 ,因此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其优点在于能够减少由未被观测到的不变效应与

所包涵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所引起的变差 ,否则估计结果仍是有偏的。第二 ,由于滞后一期因变量将影响

面板模型中估计参数的精度和置信区间 (H siao, 1986) ,应采取滞后二期和三期因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以期降

低滞后变量同误差项相关所引致的回归偏差 ,这是处理模型内生性的另一个关键环节。

四、数据来源及其描述性统计

本文基础数据集中的各省区生产总值、总人口、财政支出、税收、中央补助、国债转贷面板数据取自

2000 - 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该数据集不包含西藏、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我国

台湾省 ,这样空间上我们共有 30个省区样本。为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影响 ,上述变量除总人口外均用各省

GDP减缩指数调整为 1999年真实值 ,其中省区生产总值以“十亿元”为单位 ,辖区总人口规模以“百万人”衡

量 ,其余变量单位均为“亿元”。外生控制变量全部无量纲 ,根据各样本滞后年度《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信息网”(www. cei. gov. cn)公布的宏观经济年报数据整理得出。贸易开放

度以“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度量 ,其中进出口额为各省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商品进出口总

额 ,并按样本期每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平均值换算成人民币单位 ;政府干预规模的衡量指标为“政府消费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以起止年份界定时间段集合 ,辖区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测算公式为 :

EDU ( t) =
　　　6d1 + 9d2 + 12d3 + 16d4 , t∈ [ 1999, 2000 ]

6d1 + 9d2 + 12d3 + 15d4 + 16d5 + 19d6 , t∈ [ 2001, 2006 ]
(10)

　　其中 1999 - 2000年的 di ( i = 1, 2, 3, 4)分别表示小学、初中、高中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数比

重 ;自 2001年开始《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分为“大专”、“大本”和“研究生以上”三个

细目 ,测算公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指标解释类同。

表 1报告了各省区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公共融资变量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变量的简要描述性统计结果 ,

显著的数据差异既表明不同省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居民生活条件存在巨大差别 ,又为基于这

些原始数据所进行的面板模型分析提供了良好的统计基础。表 2是根据变量协方差测算出的相关系数矩

阵 ,其中税收同三种类型的财政生产性支出具有相对较高的相关性 ,表明各省区财政生产性支出主要靠税收

融资。同理论预期存在一定出入的是 ,国债转贷与地方财政基建支出的相关系数为微弱的负值。从宏观经

济走势来看 ,自 2002年通货紧缩形势逐步得到缓解以来 ,国债总发行规模稳步下滑 ,但各地为满足发展经济

需求并迎合地方官员升迁激励 ,只是缓慢调减了基本建设投资增速 ,基建投资总量仍是逐年提升的 ,即投资

来源不一定依赖于债务发行 ,税收、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或财政性补助等多种融资渠道综合保证了地方财政基

建投资规模。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样本数

L 42. 403 38. 120 97. 170 5. 100 25. 661 240
GL 0. 008 0. 007 0. 113 - 0. 104 0. 020 210
TAX 315. 162 223. 315 1831. 308 14. 170 301. 803 240

TRANS 245. 020 230. 542 678. 970 22. 180 127. 410 240
D EB T 7. 976 5. 974 33. 010 0. 057 7. 078 240
IN FR 57. 462 43. 515 348. 216 6. 060 49. 812 240
TECH 9. 394 6. 478 66. 943 0. 533 9. 987 240
CEM H 117. 730 100. 059 466. 479 10. 490 78. 239 240

　　注 :其中 GL为常居人口的年增长率 ,由于居民在“用脚投票”机制作用下的迁徙流动和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国策 ,某
些省区的年人口增长率可能降为负值。

83



表 2 　　相关系数矩阵 ( 1999 - 2006)
L GL IN FR TECH CEM H TAX TRANS D EB T

L 1. 000
GL - 0. 156 1. 000

IN FR 0. 199 0. 209 1. 000
TECH 0. 450 0. 237 0. 652 1. 000
CEM H 0. 660 0. 088 0. 662 0. 883 1. 000

TAX 0. 459 0. 220 0. 802 0. 918 0. 927 1. 000
TRANS 0. 599 - 0. 234 0. 437 0. 429 0. 670 0. 467 1. 000
D EB T 0. 360 0. 122 - 0. 075 0. 088 0. 005 0. 032 - 0. 156 1. 000

图 1分别给出各省按人均计三种形式的生产性支出 :基建支出、科技支出和文教医卫支出同产出增长率

的散点趋势图。从对经济增长的干预途径来看 ,物质资本主要影响经济短期增长速度和赶超能力 ,人力资本

和科技水平则主要决定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和长期增长率。由图 1可见 ,以总人口集约后的财政基建、科技和

文教医卫支出与产出增长率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简单最小二乘回归 (OLS)系数分别为 0. 001、0. 022和

0. 002,说明从省域视角观察融合辖区人口规模因素后的财政生产性支出变量时 ,各类支出对经济增长都产

生稳健而积极的促进效应 ,特别是财政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使我们有理由初步怀疑

Devarajan等 (1996)的研究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而在控制外生变量后作更深入的实证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全国总体计量分析

表 3以三种形式报告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其中模型 1沿袭了主流文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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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将辖区人口规模和财政支出设定为外生变量 ;模型 2将财政支出设定为内生变量后估计方程 (7) ;模

型 3则将辖区人口规模设定为内生变量。与设定模型时考虑的基本要点一致 ,豪斯曼检验 (Hausman Test)

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取舍间排除了后者。为了控制政策、制度等因素引起的不同子时间段间的动

态差异 ,我们进一步选择时期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京、津、沪、渝在辖区辐射范围、中央支持力度、行政干预

领域、产业配置结构等方面同其他省相比存在比较大的异质性 ,每种模型均分 A、B两种情况分析 ,其中 A包

含了所有省 (市 ) , B则剔除了四个直辖市。

表 3 　　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A B A B A B

常数项 1. 133
(0. 052)

- 9. 925
( - 0. 408)

5. 953
(0. 269)

- 0. 401
( - 0. 016)

114. 45133

(2. 083)
116. 6433

(2. 030)

Y ( - 1) 1. 24933

(76. 346)
1. 22833

(71. 378)
1. 24333

(76. 633)
1. 22433

(70. 314)
1. 29633

(41. 816)
1. 27533

(41. 795)

L - 0. 88933

( - 1. 937)
- 0. 6903

( - 1. 635)
- 1. 17633

( - 3. 054)
- 1. 06633

( - 2. 703)
- 3. 97833

( - 3. 003)
- 3. 65333

( - 3. 071)

IN FR 0. 09533

(2. 203)
0. 20933

(3. 835)
0. 08833

(2. 017)
0. 21033

(3. 766)
0. 037

(0. 633)
0. 1343

(1. 794)

TECH 0. 4993

(1. 479)
1. 31333

(3. 364)
0. 6123

(1. 813)
1. 40533

(3. 552)
0. 8583

(2. 015)
1. 36733

( 2. 852)

CEM H
0. 078

(1. 032)
0. 053

(0. 686)
0. 077

(1. 003)
0. 050

(0. 629)
0. 030

(0. 308)
- 0. 009

( - 0. 009)

TAX - 0. 025
( - 0. 933)

0. 024
(0. 792)

- 0. 06533

( - 3. 638)
- 0. 023

( - 1. 078)
- 0. 06833

( - 3. 078)
- 0. 032

( - 1. 246)

TRANS 0. 0343

(1. 085)
0. 031

(0. 971)
- 0. 014

( - 0. 734)
- 0. 025

( - 1. 274)
- 0. 07333

( - 2. 070)
- 0. 07933

( - 2. 406)

D EB T - 0. 189
( - 0. 645)

- 0. 185
( - 0. 619)

- 0. 244
( - 0. 826)

- 0. 208
( - 0. 680)

- 0. 321
( - 0. 885)

- 0. 239
( - 0. 647)

TRAD E 0. 078
(0. 861)

0. 161
(1. 049)

0. 062
(0. 678)

0. 071
(0. 468)

0. 070
(0. 629)

0. 025
(0. 136)

GOV
- 0. 227

( - 0. 592)
- 0. 119

( - 0. 309)
- 0. 070

( - 0. 183)
- 0. 297

( - 0. 774)
- 0. 068

( - 0. 147)
- 0. 161

( - 0. 342)

EDU 0. 736
(0. 451)

0. 818
(0. 502)

1. 355
(0. 833)

1. 527
(0. 936)

3. 5243

(1. 599)
3. 3123

(1. 565)

H - Test 31. 176 46. 960 26. 163 39. 902 25. 013 26. 132
A dj - R2 0. 999 0. 999 0. 999 0. 999 0. 999 0. 999

S. E. 4. 310 1. 098 4. 372 4. 186 5. 330 5. 069
D. W. 2. 223 2. 315 2. 193 2. 246 2. 231 2. 237
样本数 240 208 240 208 240 208

　　注 :我们用 Eviews 6. 0软件完成了所有计量模型的估计。其中 Y ( - 1)为滞后一期因变量 ,以滞后二期和三期总产出作为
工具变量降低其与误差项相关导致可能存在的有偏估计 ;括号内数据为回归系数的 t统计值 , 33 、3分别代表 5%和 10%的
显著性水平 ; H - Test为豪斯曼检验结果 ; S. E.为回归方程的标准差 ; D. W.为序列相关的德宾 -沃森检验。

　　由回归系数显著性可见 ,融合了财政支出与辖区人口规模内生性后的模型 2与模型 3整体优于模型 1

的估计结果。三类生产性支出在所有模型中保持了稳健的正值估计系数 ,从而生产性支出配置比例越大 ,省

区经济增长率也越高 ,这与图 1中显示的关系是吻合的。财政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高于基建支

出和文教医卫支出 ,并且随着对模型内生性的考虑 ,科技支出回归系数呈阶梯式提升 ,说明样本期间科技支

出取得了最优增长绩效。但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典型事实 :在三种形式的生产性支出中 ,地方财政对科技

支出的资金配置比例最低 ,因此如果说中国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财政资源错配 ( Fiscal Resource

M isallocation) ,那么这种错配首先体现在地方生产性支出的分配比例结构上 ,特别是对财政科技支出的资金

拨付规模和力度明显偏低 ;其次体现在中央与省级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上 ,即地方承担了过多的科技、教育

等公共支出事务的支出责任 ,相应获得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不足 ,政府职能定位与财力保障的错位和非

对称性矛盾突出 (贾俊雪、郭庆旺 , 2008)。剔除作为区域研发中心的四个直辖市后 ,财政科技支出回归系数

大幅提高 ,表明四直辖市普遍存在着一定规模的区域技术外溢 ,即京、津、沪、渝四市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等研发创新出的新技术并非仅服务于本地 ,很多科技项目是同国内其他省市联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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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甚至完全为外省市服务的。在科技市场化、产业化有助于技术外溢的同时 ,外省区在模仿、学习过程中对

新技术的引进消化也促进了技术扩散进程 ,从而技术区域外溢有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在公共融资变量中 ,税收回归系数为基本稳健的负值 ,说明增税不利于经济增长 ,这与凯恩斯宏观税负

理论观点相容 ( Salanié, 2003) ,也为配合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减税”提供了经验证据①。考虑财政

支出与辖区人口规模内生性后中央补助回归系数降为显著的负值 ,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目标首先定位在公

共服务均等化和平衡各地区财力水平上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更依赖于转移支付资金的攫取和运用 ,发

达省份未必主要靠中央补助资金提高生产性支出配置比例。国债转贷的回归系数同样为显著性较低的负

值 ,是由于样本期间债务发行规模经历了先扩张后紧缩的倒“U”型变动路径 ,国债转贷的短期增长效应并不

显著 ;但由于国债转贷资金一般被投放到中长期项目领域 ,国债转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也许应作更长时

期的动态考察。常居人口的回归系数为显著的负值 ,说明样本期间辖区人口规模普遍高于其与政府所提供

的“公共产品”在互动过程中所决定的最优值 ,从而使拥挤负效应超出集聚的正外部性 ,对增长带来不利影

响。与理论预期一致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居民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特别是居民

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更加突出。由于高素质人才更倾向于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定居 ,相

对落后地区应采取鼓励高等教育人才培育和发展的策略 ,避免落入低人力资本禀赋所内生决定的“贫困陷

阱”(Redding, 1996) ,持续拉大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政府消费比重的估计系数为稳健的负值 ,是由于政府干

预会扭曲市场机制并诱发各种寻租行为 ,损害经济效率 (黄玖立、李坤望 , 2006) ,从而降低非生产性支出中

的政府消费比重也就成为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效益的必然要求。
(二 )分区域计量分析

为深入观察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在将财政支出设定为内生变量的计量

框架中 ,采用两种形式分别予以检验 :一种直接用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PTLS)估计消除滞后因变量内生

性后的时期固定效应模型 ;另一种则考虑到省域个体数量削缩可能导致的无法识别的异方差 ,用面板两阶段

广义最小二乘法 ( EGLS)对估计系数进行跨截面标准差和协方差调整。表 4报告了分区域估计结果。

消除异方差后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财政科技支出回归系数从东到西呈阶梯式递增分布 ,东部地区

财政科技支出的边际效益低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提升更加依赖于财政资金推动 ,而

东部地区则依靠市场竞争所推动的研发创新实现了技术水平的持续领先 ,财政资金应注重培育中西部地区

技术市场发展、科技产业化并实现与东部地区的有效衔接。中西部地区财政基建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

于东部地区 ,这既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中央国债投资项目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的实证反映 ,也表明东部

地区经济增长正逐步摆脱财政资金所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 ,投资来源渠道随市场日臻成熟而趋于多样化。

在基建支出和文教医卫支出的比较中 ,有助于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两类支出回归系数非常相近 ,

有效保障了经济增长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基础。公共融资的回归系数与全国总体计量分析结果类似 ,税收、中

央补助和国债转贷对经济增长均为负效应 ,其中国债转贷的回归系数更加显著。与相关系数矩阵的分析结

果一致 ,国债转贷并未成为地方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总体规模随中央控制国债发行数量而边际递减 ,其与

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在东、中部地区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中部地区税收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最高 ,或许在东部

沿海优先发展、西部开发重点支持的总体发展格局下 ,中部地区相对承担了更高的税制成本 ,“中部崛起”战

略实施应隐含着优化税制结构、降低宏观税负的政策要义。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反映了一些特征事实。贸易开放度的回归系数显示 ,东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有助于促

进经济增长 ,中西部地区则不尽然 ,或许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发展更依赖于内资驱动和创新技术从东到西的

内部转移与扩散 ,外商投资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达到对东部地区的影响规模。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地区以其独

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中央优惠政策率先向市场化迈进 ,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下形成产业集聚现象。外资和

民间投资出于逐利动机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发达省区 ,国内高素质人才也在户籍政策松动和“用脚投票”的双

重激励下流向东部。资本和人才的涌入使东部省区在市场竞争和逐利动力推动下实现了研发创新能力的持

续提升 ,在劳动、资本要素集聚的过程中完成了“技术”要素的集聚 ,诱发地区经济差距扩散现象。对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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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支出的同时税收也相应增加 ,而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强调实行“有保有压”的结构性减税政

策 ,这是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区别。

样本包含的东、中、西部省 (市 )如下 :东部为沿海 12个省 (市 ) ,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桂、琼 ;西部为

西北和西南 9个省 (市 ) ,包括川、渝、黔、滇、陕、甘、青、宁、新 ;中部为东、西部以外 9个省 ,包括晋、蒙、吉、黑、皖、赣、豫、湘、鄂。



地区而言 ,支撑其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仍在于稀缺资源开采输出和物质资本投资 ,这使之长期束缚于同

东部地区相比的低端产业链条 ,难以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降低资本产出比率。从而我们认为 ,地区经

济差距扩散是市场利益机制驱动下由要素流动所内生决定的现象 ,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调节措施 ,资本、人

才和技术的集聚过程仍将长期持续 ;但由于三类财政生产性资本的边际收益表现出从东到西的渐进递增趋

势 ,政府利用财政支出手段达到缓解区域差距的“公平”目标是可行的 ,其政策着力点不仅应放在中央财政

所一贯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还应考虑扩大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度、提高其人力资本禀赋 ,并在资本深化

过程中改善其自主研发和引进创新能力。

表 4 　　分区域估计结果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PTLS EGLS PTLS EGLS PTLS EGLS

常数项 86. 126
(1. 322)

29. 213
(0. 566)

- 64. 701
( - 0. 803)

- 83. 3643

( - 1. 751)
7. 073

(0. 422)
2. 058

(0. 240)

Y ( - 1) 1. 23533

(41. 706)
1. 23433

(48. 189)
1. 21333

(16. 492)
1. 19133

(27. 332)
1. 20533

(31. 259)
1. 18033

(56. 036)

L - 2. 08533

( - 2. 788)
- 1. 6873

( - 2. 084)
- 0. 555

( - 0. 435)
- 0. 056

( - 0. 075)
- 0. 328

( - 0. 841)
- 0. 011

( - 0. 050)

IN FR
0. 007

(0. 083)
0. 031

(0. 413)
0. 216

(1. 542)
0. 1773

(2. 021)
0. 0873

(1. 668)
0. 08633

(3. 745)

TECH 0. 9983

(1. 730)
0. 271

(0. 504)
0. 216

(0. 096)
1. 517

(0. 908)
0. 742

(0. 914)
1. 69933

(2. 652)

CEM H
0. 076

(0. 504)
0. 003

(0. 025)
0. 117

(0. 562)
0. 102

(0. 752)
0. 059

(1. 002)
0. 022

(0. 583)

TAX - 0. 038
( - 0. 892)

- 0. 0563

( - 1. 606)
- 0. 0603

( - 1. 772)
- 0. 08133

( - 3. 046)
- 0. 037

( - 0. 859)
0. 004

(0. 210)

TRANS
- 0. 002

( - 0. 061)
0. 006

(0. 182)
- 0. 005

( - 0. 856)
- 0. 022

( - 0. 625)
- 0. 010

( - 0. 548)
0. 006

(0. 768)

D EB T - 0. 8673

( - 1. 448)
- 0. 7793

( - 1. 850)
0. 475

(0. 844)
- 0. 91933

( - 2. 833)
- 0. 7393

( - 1. 853)
- 0. 1653

( - 1. 704)

TRAD E
0. 187

(1. 276)
0. 067

(0. 728)
- 1. 116

( - 1. 373)
- 0. 716

( - 1. 479)
0. 034

(0. 201)
- 0. 041

( - 0. 523)

GOV
- 1. 404

( - 1. 065)
- 0. 183

( - 0. 182)
- 0. 082

( - 0. 058)
0. 287

(0. 407)
0. 046

(0. 232)
- 0. 031

( - 0. 274)

EDU
2. 376

(0. 441)
1. 674

(0. 505)
7. 631

(1. 784)
7. 79633

(3. 488)
- 0. 303

( - 0. 403)
- 0. 676

( - 2. 058)

A d j - R
2 0. 999 0. 999 0. 999 0. 999 0. 999 0. 999

S. E. 5. 345 5. 450 4. 399 4. 034 1. 381 1. 289
D. W. 2. 125 2. 522 2. 377 2. 109 2. 535 2. 337
样本数 96 96 72 72 72 72

　　注 :括号内数据为回归系数的 t统计值 , 33 、3分别代表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人才迁移使模型中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很不稳定 ,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 ,表

明某些西部省区的高素质人才难以同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相适应 ,财政人力资本支出的增长效应在

全部三大区域中也是最低的。人口流动现象更直观的实证反映是 ,辖区人口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从东到西是

依次累退的 ,“用脚投票”引发的人才迁徙使东部地区拥挤程度最高。这意味着为缓解拥挤成本所造成的一

系列不利影响 ,东部地区财政所要付出的管制、疏导、维护、治理等消耗性支出成本将逐步增加 ,而财政生产

性支出与消耗性支出的最优配置比例问题也将随之成为东、中部地区日益关注的焦点。

(三 )生产性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为考察财政基建、科技和文教医卫三种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果 ,我们在 (8)式基础上做两

点考虑 : (1)由于辖区人口规模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未必是线性的 ,应将人口平方项引入模型做非线性检验 ,

同时也可分析人口增长率对财政支出的边际影响 ; ( 2)相关系数矩阵表明中央补助和国债转贷收入同当期

地方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都较弱 ,考虑到地方运用非税资金可能存在的认知、行政、决策、执行等政策性时

滞 ,可考察滞后一年的中央补助和国债转贷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在计量方法上 ,我们采取三种模型形式分别

予以检验 :第一种直接用面板最小二乘法 ( PLS)估计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 ;第二种采用不包含个体差异

的混合估计模型 ( PLS G. D. ) ;第三种则用面板两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 ( EGLS)对估计系数进行了异方差修

正。表 5报告了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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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财政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财政支出
基建支出 科技支出 文教医卫支出

PLS PLS G. D. EGLS PLS PLS G. D. EGLS PLS PLS G. D. EGLS

常数项 19. 887
(0. 218) - 66. 587

(1. 090)
4. 603

(0. 370) - - 0. 935
( - 0. 226)

- 78. 130
( - 1. 188) - - 48. 209

( - 1. 244)

L
- 1. 476

( - 0. 446)
- 0. 5773

( - 1. 687)
- 1. 910

( - 0. 851)
- 0. 118

( - 0. 261)
0. 0953

(1. 867)
0. 008

(0. 053)
4. 6023

(1. 908)
1. 65333

(8. 384)
3. 0303

(1. 919)

GL
- 38. 733

( - 0. 542)
- 76. 255

( - 0. 676)
- 10. 464

( - 0. 218)
14. 638
(1. 498)

15. 704
(0. 936)

1. 345
(0. 372)

11. 589
(0. 224)

111. 4903

(1. 715)
31. 590
(0. 859)

L2 - 0. 005
( - 0. 245)

0. 001
(0. 301)

- 0. 001
( - 0. 066)

0. 002
(1. 071)

- 0. 0013

( - 1. 827)
0. 001

(0. 874)
- 0. 0263

( - 1. 877)
- 0. 00633

( - 4. 110)
- 0. 0193

( - 1. 664)

TAX 0. 08733

(5. 682)
0. 08133

(4. 829)
0. 06733

(6. 134)
0. 02633

(12. 567)
0. 02933

(11. 978)
0. 02533

(26. 554)
0. 18033

(16. 305)
0. 18333

(19. 081)
0. 19133

(21. 085)

TRANS ( - 1) 0. 0433

(1. 784)
0. 18633

(4. 829)
0. 03633

(2. 193)
- 0. 0053

( - 1. 772)
0. 001

(0. 441)
- 0. 0013

( - 1. 725)
0. 17833

(10. 262)
0. 09333

(5. 624)
0. 17633

(14. 959)

D EB T ( - 1) 0. 318
(0. 964)

0. 72633

(2. 032)
- 0. 146

( - 0. 714)
- 0. 12333

( - 2. 734)
0. 069

(1. 302)
- 0. 024

( - 1. 569)
- 0. 93333

( - 3. 903)
- 1. 29833

( - 6. 299)
- 0. 55233

( - 3. 884)

TRAD E 0. 71633

(4. 389)
0. 41933

(3. 638)
0. 44733

(4. 288)
- 0. 025

( - 1. 123)
0. 021

(1. 236)
0. 003

(0. 526)
- 0. 34533

( - 2. 927)
0. 069

(1. 046)
- 0. 19533

( - 2. 468)

GOV
0. 957

(1. 306)
0. 9283

(1. 940)
0. 87933

(2. 129)
- 0. 027

( - 0. 273)
0. 23033

(3. 229)
0. 0363

(1. 734)
0. 746

(1. 409)
0. 90733

(0. 275)
0. 53133

(2. 392)

EDU 4. 1983

(1. 827)
- 2. 5063

( - 1. 740)
2. 3553

(1. 783)
- 0. 235

( - 0. 748)
- 0. 90733

( - 4. 236)
- 0. 040

( - 0. 462)
- 2. 242

( - 1. 350)
- 2. 04133

( - 2. 458)
- 1. 097

( - 1. 310)

A dj - R
2 0. 936 0. 726 0. 934 0. 971 0. 854 0. 991 0. 986 0. 962 0. 993

S. E. 12. 915 26. 761 12. 039 1. 766 3. 981 1. 425 9. 333 15. 429 8. 870
H - Test 53. 398 - - 36. 935 - - 47. 140 - -

Akaike crit. 8. 121 9. 454 - 4. 147 5. 643 - 7. 471 8. 352 -
Schwarz crit. 8. 742 9. 597 - 4. 763 5. 786 - 8. 092 8. 495 -
样本数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注 : Akaike crit.和 Schwarz crit.为评价模型优劣度的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 ,其余数据解释同表 3、表 4。

回归结果显示豪斯曼检验同样排除了随机效应模型的适用性 ,因此面板最小二乘法和广义最小二乘法

的运用全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辖区人口在三种模型形式下均同财政基建支出负相关 ,同文教医卫支出显

著正相关 ;在混合估计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模型中同财政科技支出正相关。人口规模与文教医卫支出的正

向关联是显然的 ,随着辖区人口数目的不断扩张及其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 ,居民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

公共事业的消费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而财政文教医卫支出有助于通过提高工作能力、培养精神风貌、提供健

康保障等方式改善人力资本禀赋。财政科技支出与人口规模没有形成稳健的正向或负向关联 ,也许是由于

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更多考虑的是本地经济实力和科技事业发展需要 ,科技从业人员并未同辖区人口形成

稳定的比例关系。但随着科技水平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力度逐步扩大 ,以及地方培育、引进高素质人

才意识的增强 ,辖区人口规模对财政科技支出的正向冲击效应将趋于稳定化。财政基建支出与辖区人口规

模呈现出稳健的负相关 ,是由于人口规模较大的东部沿海省份所获得的中央支持力度放缓 ,落后省区财政对

基本建设投入较大 ;同时也表明超越辖区人口最优规模后的拥挤负效应已经对财政基建支出带来了不利影

响 ,基建项目难以迎合同高人口规模相伴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需求。

在公共融资变量中 ,税收与三种类型的生产性支出均表现出正的强关联 ,即各省区生产性支出的融资方

式主要依赖地方税 ,这与相关系数矩阵的分析结果保持一致。由于样本期间各地生产性支出同地方税保持

了基本稳定的配置比例①,有理由相信消耗性支出与地方税的比例关系也是趋近稳定的。但随着人口规模

的增长 ,消耗性支出压力必将对地方财政带来更严峻的考验。滞后一期的中央补助同财政基建、文教医卫支

出具备稳健的正相关 ,表明地方更注重将中央补助资金用于广义资本积累 ,较少用于科技能力的提升。从以

往补助政策的适用方向来看 ,地方科技水平和研发创新能力并未成为中央拨付资金时首要考虑的因素 ,即中

央调控区域平衡发展的政策重点并未放在缓解区域技术差距的不断扩散上。滞后一期国债转贷对基建支出

的影响仍是不稳定的 ,甚至对科技支出和文教医卫支出形成了负向冲击 ,从而再次印证了样本期间积极财政

34

①这一结论是针对全国总体而言的。如果做分区域考察 ,我们获取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由于人口规模扩增带来的消耗性

支出压力逐步显现 ,生产性支出同地方税收的比例关系已经普遍下调 ;而中西部地区在积极财政政策扶持下则维持了微弱的

提升幅度。



政策从实施到淡出的阶段性调整。

六、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文用融合财政支出与辖区人口规模相互内生性的实证框架 ,考察了财政支出、公共融资、人口迁移、市

场环境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融合辖区人口规模因素后的三类财政生产性支出均显著

推进了经济增长 ,其中财政科技支出取得最优增长绩效 ,但相比而言所获得的资金配置比例最低 ;以筹资、调

节、分配为主要目的的公共融资手段同经济增长基本不存在稳健正向关联 ;非生产性支出中的政府消费则显

著阻滞了经济增长。分区域来看 ,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更依赖于财政资金支持 ,三种生产性支

出的边际影响均高于东部地区 ;但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投融资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和接纳以及市场竞争所推

动的研发创新能力提升 ,赢得了更高的增长速度。劳动、资本、技术要素从西到东的集聚过程有利于增进资

源配置效率 ,但同时也诱发了地区经济差距扩散现象 ,使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形成异质性显著的“发展俱乐

部”。

本文的政策涵义是显然的。为促进各地经济增长 ,财政应考虑通过优化支出结构的途径 ,将显著阻滞增

长的政府消费支出优先配置于生产性财政支出 ,从而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医卫事业发展、创新能力

培育和产业结构调整。① 其中地方财政基建投资应避免重复建设导致隐性债务风险不断累积扩张的局面 ,

而是注重提供与辖区规模相适应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在投资项目合理化论证的前提下满足公共需求 ;财政对

科技与人力资本的支持力度应有所提高 ,以便完成从单纯强调增长事实到兼顾增长绩效的调控理念的转换。

如果政府致力于缓解区域发展差距 ,那么通过财政支出手段进行调控是可行的 ,但政策着力点不能停留在以

往所长期坚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扶持中西部地区技术水平提升的财政政策取向也非常必要。中西部地区

在资本深化进程中 ,需依赖财政政策支持加速吸收同自身要素禀赋相适应的“适宜技术”,并辅助采取一些

鼓励人才培育、发展和流动的政策 ,改善其资源利用效率 ;由于京、津、沪、渝均存在比较明显的技术外溢 ,完

善区域科技中心城市技术市场、促进二级市场交易是加快技术转移与扩散的有效途径。整体看来 ,如果说民

间资本在追逐高边际收益的过程中形成从西到东的流转趋势 ,那么公共资本似应形成从东到西渐进递增的

逆向配置格局 ,这既符合效率原则 ,又能促成公平目标 ;而以财政生产性支出平衡公共产品供给规模、构建中

央对地方考虑技术差距因素后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技术区域外溢的政策举措 ,能够为缓解

区域差距、促进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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